
JOUＲNAL OF ETHNOLOGY 2020 /03 总第 59 期

第

十

一

卷

44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 － 9391. 2020. 03. 005

民族自生系统论:
符号学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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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自生系统论将多民族的文化认同体视为有自我分别和转换的边界，能够自

我增生的文化系统。这一理论范式将民族文化系统视为后结构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此基础

上，从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元架构出发，可以将族群 － 族体 － 民族的关系视为“即刻解释项 －
动态解释项 － 最终解释项”的模式，从而将多民族文化认同体视为终极的意义项。在这个

发展过程中，不同族群和位阶之上的耦合，为作为自生系统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体提供了持

续的动力，推动着它的自我增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符号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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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符号学研究，作为文化符号学的分支，

如其创始人之一霍帕尔 ( Mihály Hoppál) 所说，

关注的是民族文化中隐性的、深层的结构。［1］在

《原自系统论: 一个值得引入民族符号学研究的

概念》一文中，笔者曾指出: 符号域作为民族文

化的载体，可以被视为自生系统，有着区分和转

换外部信息的边界，以及系统内部自我分化和

增生的能力。［2］所谓自生系统 ( autopoiesis) ，是

由智利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维若拉( Fran-
ciso Varela ) 和 亨 博 托·梅 图 拉 纳 ( Humberto
Maturana)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于

描述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差别。它强调生命体

所具有的非平衡的动态结构: auto 表示自我，

poiesis 表示生产或制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生

命体就是 autopoiesis，即，它是可以自我生产的

系统; 两位学者用它来描述作为认知体系的生

命体 所 具 有 的 基 本 特 征。卢 曼 ( Nicklas Luh-
mann) 就将其引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而在符号学

领域，叶玉慧将自生系统论引入对新加坡国家

文学的研究，讨论了新加坡文学的杂糅性，即马

来文化、汉文化、泰米尔文化和英语文化在文学

作品中的彼此渗透和转换，从而为新加坡民族

文学的整体描述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具

有区分边界、能够自我繁殖的自生系统，包括生

命系统、抽象系统和电脑系统三种类型，而构成

新加坡社会域的几大实体本身( 民族体系、宗教

体系、历史、意义 /价值观) 就是自生系统，它们

共同 构 成 了 更 大 的 自 生 系 统，即 新 加 坡 社

会。［3］14 － 17在此基础之上，她对新加坡文学系统

的自我生产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对不同语言文

化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叶玉慧对新加坡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非常

独到，她对自生系统的分类和卢曼的社会自生

系统论是相近的，即将自生系统分为生命性、物
质性和抽象性的三种。然而，在实际研究中，这

三种区分却不见得可以彼此独立: 比如，在卢曼

自己对社会自生系统的划分中，社团、组织和互

动这三个自生系统就都各自带有物质和抽象的

成分，是混杂性的。就如“符号 － 物”是个混杂

的复合体一样，社会这个自生系统也是抽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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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实际的物的混合。在对民族文化的文本进

行考察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 文本既可以是抽

象的文艺作品，也可以是实在的物质或生命组

织; 只要它们可以被视为一个意义完整的组合，

就能够成为民族符号学或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对

象。将民族文化视为一个可以自我繁殖的系

统，并不意味着文化孤立主义; 相反，正如生命

本身都是交流系统一样，民族文化的结构开放

性保证了它能够对外界的影响做出反应，并相

应地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外部文本经过自然

语的过滤进入民族文化内部时，已经被重新编

码，成为了文化的转换机制所“允许”的文本，但

它携带着新的意义———这一新文本和原有的文

化文本不停地碰撞，在交流中产生新的类型和

结构，从而持续地进行着意义的再生产。民族

文化内部的子系统结构分化，正是民族符号学

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用自生系统论去考

察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发展，是可以并且应该

着手的新视角。
一、民族、族群与族体的三分关系

如何用自生系统论去考察民族文化的动态

发展过程，尤其是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中各族群

的互动关系呢? 在这一方面，库兹涅佐夫( Ana-
toly M． Kuznetsov) 以自生系统论为视域，对俄罗

斯人类学家史禄国( Sergei Shirokogoroff) 提出的

“族体”( ethnos) 和民族学上的“族群”( ethnic
group) 概念做出的阐释，颇值得借鉴。［4］所谓

“族体”，按照费孝通的理解，是过程性的存在，

即，不同族群之间不断融合和分离的历程，是持

续的动态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费孝通指出，中

国的多民族地区之族体形成，是从帝国向多民

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而在汉族地区，族体问题的

本质则是从乡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5］对于

费孝通之于“族体”问题的理解，杨清媚有专文

论述，甚为详尽，此处不再赘述。［6］本文旨在指

出，“族体”问题是理解“民族”与“族群”之动态

关系过程的关键，因为它本身的话语范式突破

了结构主义，带有鲜明的后结构特征; 而自生系

统论的动态性，它对“系统 /环境”的区分和“系

统 /子系统”的机制描述，正好为这三者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注解。
对于“民族”这一概念，中国学界有着持续

的讨论。中国民族学研究在建立时期及初步发

展期受苏联文化影响较大。根据金天明、何

俊芳等人的研究，1953 年在国内出版的《斯大林

全集》( 第 2 卷) 将“民族”这一概念译为“民族

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

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了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这一译法将

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作为严格的限

定性描述语，由此，这四项要素成为了“民族”这
一概念的必要条件，相对而言，这个说法是缺乏

弹性的。对照斯大林的原文，“民族”这一概念

应当直译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

共同体，它产生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

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性基础。”［8］

何俊芳的这一译法，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

心理认知上的共同性视为民族成为“共同体”的
历史原因，但并非将其作为固定不变的条件，相

对而言，较为接近“族群”的观点，而与“国族”的
概念相去更远。这个译法和刘克甫对“民族”的
看法较为类似，后者认为，地域、经济的共同性

可以只是民族形成的历时性过程中的外在聚拢

条件，而自我的描述和指称才是民族形成最为

核心的要素。由此，他提出: “民族是以共同的

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婚姻范围等联系

为形成条件，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特点为客观特征，而以自我意识和自我称

谓为根本要素的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社会共

同体。”［9］这就和莫斯科 － 塔尔图学派( Moscow
－ Tartu School) 的符号学研究中将语言作为符

号域最核心的“自我描述”机制的观点有不谋而

合之处: 共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既是民族文化的

自我指涉机制，决定着民族的自我命名和认知，

是民族文化模塑意义世界、建立周围世界的指

涉和认知机制; 不止如此，它还是民族形成过程

中的区分边界，是一个前提性的所在。因此，它

既是先在的，又是共在的: 用洛特曼 ( Yuri M．
Lotman) 式的语言来描述，它同为民族文化的前

提和结果。这是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基本

范式，同索绪尔静态式的结构主义观点不同的

是，它不止关注系统之共时截面的问题，它还关

注开放性的互动结构，将系统视为动态发展的

持续过程。这当然要求人们在对系统进行描述

时首先要确定系统的核心要素: 就如纳日碧力

戈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指出的，“民族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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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自称是两个最为稳定、与民族本体共存

亡的因素。”［10］在此基础上，对系统的可开放性

要素或结构的描述，是建立符合当代学术的话

语范式的进一步要求: 纳日碧力戈在后来的研

究中，引入了皮尔斯的无限衍义之三分模式来

解释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11］正是这种开放

式、动力性的描述范式的表现。
不仅如此，就如何俊芳所指出的，“民族”一

词实则是双重意义的: 它既具有政治实体性，跟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相近; 又可以指自觉的语言、
文化、经济、地缘之共同体，这就跟“族群”的意

义相若。尽管这两个层面的“民族”意义不同，

但如果以“族体”为联结，去做一个自生系统模

式的考察，就能发现，这个动态发展的机制，非

常适合对中国这样由多民族文化共生、在历史

上长期共同生活、彼此凝聚，发展出了共同的文

化体自觉，并由现代国家意识而建成的民族文

化进行描述。首先，“民族”和“族群”，都是一种

有自觉意识的、主观认同的建构。何俊芳等人

如此定义“族群”:“族群是存在于大社会中的集

体( 次团体) ，成员拥有或为假设的共同祖先，有

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拥有定义自我的特别文

化表征。”［12］崔姆博( Joseph E． Trimble) 等人则

从族群的认同和归属感来描述这个建构过程:

“族群认同是一个联系关系的建构，人们会被他

们自己或其他人是为是属于某些特定族群或文

化群体。”［13］持与人种学定义相反观点的韦伯

( Max Weber) 如是说: “所谓的‘族群’，乃是那

些在主观上相信他们源于共同祖先的人类社

群。此种信念，可以源自他们对自己的形貌或

文化习俗上的相似性的认知，亦可源自被殖民

的、或是移民的共同记忆，它对促成族群的组织

至关重要; 相反，其成员到底是否客观上拥有血

缘关系反而不那么重要。”［14］韦伯所说的这种

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和称谓，和纳日碧力戈的看

法是一致的: 它是“民族”和“族群”体最为基础

的、必要的条件，不论是单个的民族，还是多民

族共同体都必须以此为核心才能得以建立。其

次，在族群和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首先要形

成具有自我意识和称谓之群体，在此基础之上，

才能形成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即所谓“国族”
或“国家”，它所追求的“国族性”( nationhood) 是

带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要求的是自治权利，而不

仅仅是内部的认同、或是既可以与外部区分的、
又具有弹性边界的系统。可以说，政治意义上

的“民族”观是诉诸某种自决或独立，其着眼点

更多的是自我管理的主权。［15］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将自生系统

论引入对民族文化的描述时，处理的是文化意

义上的“民族”，尤其是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与族

群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并不考察民族的独立

或主权问题。这种观察视角也符合将民族符号

学视为文化符号学之分支的观点: 毕竟，符号学

并非所有学科百试不爽的通用公式，尤其是符

号系统论，对于政治话语的剖析并不是其优势

所在，它更适用于对语言和文化结构机制提出

观察、描述和批评。
事实上，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多族群认同的

统一体，对“族群”这一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
孔子在《论语》中将“诸夏”和“狄夷”作为相对

的概念来使用时，已经定义了“我族 － 外族”的

内外区别。尽管“自我 /他者”的分别是任何个

体和文化确立自我的前提，但不少学者都认为，

这种区别暗含着一种阶序上的高低优劣，盖《八

佾》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诸

夏”意指文化上先进的诸族群或文化群体，较之

于“蛮”“夷”“戎”“狄”，是更为高级的文明。的

确如此，春秋时期史料中有不少这种以“华夏”
的自我中心主义眼光去描述和评价其他族群文

化的句子，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诸夏从戎，非败而何?”“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中华文

化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汉族自我中心主义，

这种鲜明的阶序性是不利于族群融合为多民族

文化的: 尤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戎狄志

态，不与华同”这样的论述，将“我族 /外族”放置

到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看起来似乎是

非此即彼的状态。然而，如果把这一观点放在

历史语境中去考量，就能看到: 自我意识的树立

和凝聚，是一个文化族群形成的基础，对内团结

和对外竞争的秩序建立之意义即在于此，就如

许倬云指出的:“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

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

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前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

戎敌，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

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16］在这里，许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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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强调的是华夏世界的“政治体系”的“自我 /他
者”之区分，这一观点并没有将当时的华夏文化

作为一种有民族文化边界的体系来考量，而是

更多地将其作为政体性的系统来加以观察和描

述。也就是说，“诸夏 /狄夷”的意义区分，更多

的是政体层面的，而在文化层面，这种区分的阶

序性并不那么鲜明。据此，张其贤提出了对春

秋时期“诸夏”和“狄夷”的新看法，他认为，“诸

夏 /狄夷”的区分，所隐含的文化之阶序高下性

虽然存在，但并不是首要的，因为这个分别并不

建立在族群自我确立的基础上，而是为了政治

需要被发明出来的概念。他说:

第一，在春秋史料中，“诸夏”并不是一种族

群( ethnic group) 或文化社群( cultural communi-
ty) 之 概 念，而 是 一 种 政 治 集 团 ( political alli-
ance) 概念。这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虽然有某种

政治集团意义上的我群( we － group) 概念，但这

种我群概念还没有发展成族群意识( ethnic con-
sciousness) 。第 二，春 秋 史 料 中 的“蛮”“夷”
“戎”“狄”，其主要意涵是“外人”而不是“文化

落后之人”。因此，在春秋时期“诸夏”之人的认

知中，他们和“蛮”“夷”“戎”“狄”的最重要区

别，并不是文化先进落后之别，而是一种内外之

别，一种“我群 － 外人”之区别; 文化先进落后之

别虽然存在，却并不像内外之别那样经常被“诸

夏”之人提及。换言之，在春秋时期之人的认知

模式中，我群和他者的首要区别其实是内外之

别，次要区别才是文化先进落后之别。［17］

本文无意卷入对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族

群”观念是否已经具有雏形的争论，而是试图指

出，任何自生系统要将自身和“环境”相分别，客

观的边界如地域、形貌等固然重要，但如张其贤

所说的，“认知模式”中的“内外之别”才至为关

键: 系统的“自我观察”( self － observation) 是其

核心所在。在自生系统论中，系统和系统可以

互为环境，它们自我区分的关键是由符码构成

的边界，而符码如何二分，是系统自我建构的核

心。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认同

中，这个二分性的边界并非是“诸夏 /狄夷”，而

是“礼 /非礼”: 任何外在于该系统的要素，都必

须经过其转换以后，才能以被允许的、可辨识

的、能够被认同的形式进入系统。这个符码转

换，在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进行帝国统治的时

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礼”的天命性和秩序性，

直接体现在少数民族政权对自我文化的全面改

造，对儒家的“礼”之秩序的接纳、融入之上。通

过这样的方式，少数民族政权才能证明自身统

治的合法性，并由此赢得汉族文化这一主体文

化的认同。不止如此，如果将“华夷之辩”只视

为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体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

现象之一，并将“族体”的动态发展过程从整体

上来进行考量，就能发现，融合性与异质性的并

存，一直是多民族文化认同这个自生系统内部

不断产生耦合互动的动力之一; 事实上，“华夏”
与“狄夷”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融通的关

系。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华民族历史多重叙

述的可能，比如，汪晖就认为，“华夷之辩”只是

中国历史叙述的视角之一，在此之外，还存在着

多重的叙述视角，如多民族认同的视角、游牧民

族内部的发展视角、帝国想象的视角等，因此，

他指出，这种叙述的困难性事实上可以使得我

们有机会去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丰富

性。［18］在此基础之上，江湄提出了汉、辽、金的

“各与正统”说，他指出，元朝作为一个继承了

辽、金、宋王朝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大一统王

朝，如果人们能够“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

权的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

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19］他将中华文化的

秩序性视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根本核心，认为

这个文明的存续，以及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都必

须以此为基础: “‘正统’乃是天下公器，不为某

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

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

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这样的思想观念

蕴含的是包容并有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

并存的‘中国’意识，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

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19］所谓“中

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和秩序”，就是以儒家

思想为核心的“礼制”之秩序，它渗透在中国文

化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它就

是“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体”这一自生系统的边

界，是这个自生系统所具有的、区分性的符码。
只有当一个民族奉行这些价值和秩序，也就是

说，将社会的文化和制度按照“礼”的符码来重

新建设时，才能够被承认为“正统”的王朝，赢得

整个系统的成员的认同。而它原有文化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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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部分，要么被排除出去，要么被变异性地

保留和重写，以另外的形式进入自生系统，引起

其内部的耦合，以产生新的文化现象。
二、多民族文化认同体的自生系统模式

上文已经指出，以西方民族或国族理论为

基础的国家观念，与中国这样的建立在多民族

统一的文化认同体之上的国家观念，有着深刻

的不同: 中国的多民族不断融合的进程，是建立

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的，这一理念既不同于契

约式的“城邦 － 国家”观，也不同于分离主义的

“族群分立自治”之国族观，而是以汉文化、以儒

家文化为中心，由内而外、互渗互动地建立具有

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文化认同的理想。在这样的

“族体”发展过程中，一个动态发展、分化、融合，

最后实现自我增生的过程，这就涉及到自生系

统论的另一个方面: 子系统的互动与发展。在

系统中，由于不同符码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子

系统: 尽管区分这些子系统的符码也是二分性

的，却并非相互排除的关系，而是从不同层面上

可以融合与重叠，因此，这些子系统之间会发生

耦合作用，它们的持续互动共构了整个系统，并

由此推进了系统的自我复制与发展。这些子系

统，就是各个不断融合、分出、再融合的族群，它

们因着自身的称谓指涉而被不断分出，从而形

成既具有边界、又能够推动作为系统的多民族

文化体向前发展的，具有自生性的要素。这和

史禄国对族体发展过程的描述是相似的: 族体

的多样性是各个群体的人们不断适应由这些群

体建立起来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并且和其

他群体互动的结果。事实上，史禄国的理论相

当注重系统和环境的区分，他的《族群单位和环

境》( “Ethnical Unit and Milieu”) 一文就清楚地

指出了，族群是以自然、整体文化系统和与其他

族群的关系为环境的，［20］这无疑和自生系统论

的描述模式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即，系统与系统

之间可以互为环境，作为环境的系统可以对作

为主体的系统发生“触发”式的耦合。
叶玉慧曾用清晰的图示来描述作为自生系

统的民族文学对“系统 /环境”的区分，以及内部

的动力耦合运动对子系统的分化之推动。她所

关注的焦点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系统的各要素之

间的互动，它们如何在符义的层面上生产出差

异。由此，她提出了民族文学 /文化系统的三阶

耦合运动模式，如图 1、2、5 所示。［3］21

图 1 自生系统内部的一阶耦合

叶玉慧将个体视为社会自生系统的最基本

构成部分，人们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符号互动，

和其他个体之间产生耦合: 这种人与人在不同

的子系统，或者说纲要之间的互动及其引起的

变化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任何作

为意义活动的符号过程必然是关系性的，而作

为符号域的社会系统之场所，就是这些关系性

的符号过程的总和和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

这里，叶玉慧既然将个体作为自生系统的最小

构成要素，而并不是采取的传统的文化符号学

的做法，将空间性的子系统作为符号活动描塑

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空间就是

被这些最小构成要素生产出来的边界，它们并

不被视为单个的、实际的符号活动的主体来被

加以考量: 对它们的使用是修辞意义上的，乃是

一种思维的隐喻。就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梅

图拉纳看来，一个整体及其存在的空间都是由分

别和决定的过程所具化的，不论这个过程是物理

意义上的，还是概念意义上的，皆是如此。”［3］19由

此，叶玉慧回应了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对卢曼的社

会自生系统论不触及个体、只能进行抽象描述的

批评，试图将自生系统论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落到实处，落实到具体的单个文本要素上去，即，

用对一个个文本中的各要素耦合分析，来证明结

构的互动性，以期将个体的能动性这一重要的因

素纳入自生系统论的考量之中。
叶玉慧的研究为本文将自生系统论引入对

民族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新颖而有益的思

路，尤其是她以媒介化过程为中介来描述子系

统之间的互为耦合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在区分

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 ( 它们互为环境) 的边界，

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过程———事实上，这个区

分与相互作用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它们必须要

透过媒介才能展开: 如果我们把多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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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同族群视为各个子系统的话，就能看到，

它们相互区分和互动的最重要媒介，就是自然

语。这里，必须提到卢曼的社会自生系统论的

一个核心观点: “传播”( communication) 才是这

个系统的基本单位，它推动着空间性的子系统

之间的耦合，以及整体系统的自我增生。也就

是说，不同族群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是本体性的，

是多民族认同体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由此，

可以推论，各种形式的符号传播———除了语言

交谈这样的单一媒介传播之外，经济活动的、仪
式的、音乐的，甚至是战争形式的传播，透过多

种媒介的符号活动，成为了推动族群互动、分

出、融合的持续动力。尤其是大众媒体的传播，

由于它的传播范围广，突破了人际传播的局限，

实现了网状的符号传播———特别是社交媒体从

大众媒体系统“分出”之后，它去中心化传播的

态势，更是加剧了各种文化之间耦合互动的范

围和速度。由于子系统之间可以相互重叠，也

可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区分，它们之间的

碰撞由于在经济、政治、宗教等维度上有所侧

重，可以循着不同的运动轨迹生成新的边界，由

是产生新的子系统。

图 2 自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二阶耦合

由于民族符号学的自生系统论模式不考虑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耦合互动，而是将作为子系

统的族群视为系统内部的运动对象，并将传播

视为基本的运作要素，因此，互为环境的各族群

( 子系统) 之间的互动，可以被视为本模式中的

一阶耦合: 这种耦合过程，就是族体( ethos) 的动

态发展过程。这是本文提出的自生系统模式与

叶玉慧提出的自生系统模式明显不同之处。族

群与族群之间透过各种媒介 ( 身体的、语言的、
工具的等等) 相互交往，在文化的相互传播中经

由符号的互动或是自我分出，形成新的子系统，

也就是新的族群( 见图 3 ) ; 或是相互融合，整合

为新的族群 ( 见图 4 ) 。这两个过程，都往往涉

及到对共有的符号，尤其是认同性的象征的建

立，是符号学研究大可作为之处。这种动态发

展的过程，构成了族体之间的关系变化: 以西夏

的党项族为例，不少学者都认为，它是鲜卑族和

羌族等族群或部落的不同阶层相互融合，产生

了共同 的 符 号 信 仰 系 统 和 民 族 自 称( “Tang-
ghut”，或“氐羌”之讹声演变) ［21］，而形成的新

的族群，①从符号自生系统论的角度而言，这是

典型的族群( 子系统) 之分出; 而西夏灭国之后，

由于子系统的边界 ( 民族姓氏和自称) 被抹除

了，这个系统与另外的子系统，蒙古族、汉族等

族群之间产生了融合性的耦合，有的成为了蒙

古族部落的一支，另一部分融入汉族，也就是

说，这个民族的自称性符号，或者说族群共有的

象征消失了，或者被改变了，作为融合性的要素

被纳入了其他族群使用的符号之中。②再如，生

活在云南洱海周边的当地土著 ( 被称为“上方

夷”) 和迁徙而来的氐族、羌族、汉族、彝族等少数

民族( 被称为“下方夷”) ，在长期的生活历程中，

不断和作为其生活环境的其他族群子系统产生

互动耦合，逐渐分出了新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因

为自身已经产生了新的民族自称( “白人”) 和自

我意识，边界较为清晰，因此，在新中国建国初期，

这一以单独的指称来自我命名、具有独立的自我

意识的群体被认定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即白族。③

这种族群之间的不同耦合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 3 自生系统之族群分出图

图 4 自生系统之族群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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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了一阶和二阶耦合的图示之基础

上，叶玉慧进一步考察了民族文学内部相互耦

合的子系统，以及由它们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

新的子系统与媒介之间的耦合，将其称为“三阶

耦合”( 如图 5 所示) ，以此描述族群文化与媒介

之间由于互相激发和选择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就本文的研究范畴而言，正是这些现象促进了

多民族认同体的产生和发展。

图 5 自生系统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三阶耦合

在本课题的自生系统模式中，这一过程被

称为二阶耦合，其运动模式可用下图表示:

图 6 多民族文化自生系统的族群文化互动

正如自生系统论的基本论点所认为的，整

体系统的区分性或者组织封闭性，其实就是自

生系统的自我指涉( self － referential) 性，它通过

其与环境不断区分开来的过程不断指涉自身;

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作为自生系统，在近代

国家意识产生之前，是透过“礼 /非礼”的文化符

码转化，来进行自我指涉，并不断将其他族群纳

入自身系统的。中华文化作为具有严整的礼仪

符码结构的文化体系，将一切不符合其文化礼

仪的外部文化要素或者加以排除，从而暂时地、
或长期地排除在认同体之外，纯粹将其作为外

部环境，建立了清晰的“我 /他”之分; 或者对其

加以转化，用自身的区分性符码机制对这些要

素加以改写，使之可以进入系统内部，并和内部

的不同子系统发生耦合。后一种情形导致了新

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它在系统功能的意义上促

进 着 子 系 统 的 分 化，从 而 推 动 着 整 体 的 系

统———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不断向前发

展，持续地进行自我增生: 不管是以“华夏”为中

心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中被纳入的族群越来越

多，还是“中华文化”中被吸收、从而得到存留的

其他文化要素日益丰富，这些新的文化现象的

产生，都是这一自生系统不断自我生成的表现。
并且，如同前文所指出的，自生系统中的子系统

可以既是意义层面的，亦是物质层面的: 族群数

量和文化现象都得以“自生”，这又再次证明了

自生系统内部子系统是在混杂的状态下互动和

运行的。
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体在内部族群不断互

相耦合，在这种状况下，文化认同体这个整体系

统尽管有着中心，但它的运动却不是单向的，而

是双向或者说多向的: 其他族群也有着自身子

系统的核心，它们作为汉文化体系的“环境”，也

可以对前者产生“触发”的因果性效应，当然，最

终得以实现的效应是从汉文化体系本身的机制

所具有的种种可能的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汉文化体系不断“汉化”的同时，汉族和

其他族群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胡化”，双方的

影响是交互主体的。这种符码在系统边界上的

转化和被改写，从而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文化认

同体，在族群之间透过不同媒介引发耦合互动

的过程，就是图 1 － 6 所描述的符号运动过程。
综上所述，图 4、5、6 所描述的，在中华文化

多民族认同的自生系统中各族群的相互耦合、
以及外部文化经过系统区分性符码机制转化而

进入系统内部所引发的耦合，这些动态的符号

过程与史禄国的“族体”观类似，因为“族体”本

身，就 是“心 理 复 合 体”( Psychomental Com-
plex) ，它包含了族群的历史经验、延续的传统和

信仰，以及习得的实际知识，这些都是族群在建

立自我与他者之区别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

要素。［22］如果将“族群”“族体”和“民族”三者放

置在皮尔斯所建立的、开放性的、阐释性的符号

学视域中，尤其是将其放置在开放性的解释项

三分模式之下，就可以看到: 族群，或者说族群

性，是每个族群进行自我指称时产生的“即刻解

释项”( immediate interpretant) ，或者说“直接解

释项”; 所谓“即刻解释项”，即，“它之所以为解

释项，是因为它在有关符号自身的正确理解之

中显示出来 ( revealed) ; 它通常被称作‘符号的

意义’( meaning of the sign) ”［23］51。族群的自我

认知，以及他者对族群的认知，就是“直接的解



2020 /03 总第 59 期 JOUＲNAL OF ETHNOLOGY

第

十

一

卷

51

释项”，它能够被“揭示出来”，是因为它是符号

的意指对象，是它直接指向的范畴或概念。比

如，“维吾尔族”指的就以维吾尔语为本族语，其

使用的方言包括中心语、和田语和罗布语，聚居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族

群。而族体这一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族群的

自我意识和认知产生的“动态解释项”( dynamic
interpretant) ，它是“符号作为符号而真正造成的

实际效力( actual effect) ”［23］51 用皮尔斯的话说，

正是动态解释项使得意义可以在实际的传播中

被扩散开来，因为它关注的是符号的意义或效

力是如何从心灵转移到心灵的，即，“它让我们

准确地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能够从一个

事实( 或一对事实) 直接推断出另一个命题也为

真。”［23］222各民族之间通过交流和互动，形成共

有的语言符号或象征，这个符号过程，可以被视

为动态解释项的推导过程。正是在实际传播中

产生的、认同性的象征，使得“符号的意义或效

力从心灵转移到心灵”，在族群中产生凝聚。它

们最终指向的，是“民族”，即中华文化多民族认

同体这一“最终解释项”，它是对前面所有的解

释项进行意义归结和终极解释的所在。“最终

解释项”是“一种方式( manner) ”［23］51，符号通过

它“将自身再现来与其对象有关的”［23］51 方式，

它是终极的意义，符号过程无限衍义的终点: 事

实上，皮尔斯将它称为维尔比夫人( Lady Victori-
a Welby) 所说的“意思”( the sense of meaning) ，

他如是说: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常识( common sense)

( cf． CP 1． 654，CP 8． 179) ，一个言述宇宙( a u-
niverse of discourse) ( CP 4． 172 ) 或一种共同基

础( common ground) 。这些产物常常被皮尔斯

称为符号行为者的共同心灵( commens) ，并且它

们也是符号行为者之行为习惯的基础以及核心

所在( LW 197) 。意思的产物是符号连续翻译过

程的结果: 符号解释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与其

他符号行为者的产物都成为( 并且共享) 连续统

一体( 也即社群) 的一部分。而该产物的效力就

是，那些共享相同符号解释统一体的解释行为

者们会去创建某种特定的感觉性( sensibility) 或

者理解力( comprehensibility) 。［23］223

这种社群或者说统一体共同生产出来的意

义，就是多民族统一体的民族认同。尽管它在

现实中一直是生产中的、未完成的、未终结的意

义，但是，在概念中、想象中，它却可以是一个终

极指涉，是凝聚不同族群之认同意识的、最高层

面的整体意指，赋予整个过程以边界和目的。
三、多民族文化认同体的共生论与自生论

比较

较之于其他描述模式，多民族文化共同体

的自生系统模式有何益处呢? 如果将同样来自

于生态学的“民族共生论”与“自生系统论”做一

个简略的比较，就能发现，两者虽然都是以生命

的互动性去透视中华文化这一多民族认同的共

同体结构，但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共生论( Sym-
biogenesi) 是 美 国 生 物 学 家 林 恩·马 古 利 斯

( Lynn Alexander Margulis) 提出的理论，“共生

论”一词的意义，就是“以共存而生成”( becom-
ing by living together) 之义，它指的是生命体从

最低层面的细胞，到最宏观层面的生态圈，彼此

之间相互依存、又各自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这

一理论首先被用来描述原核生物是如何从真核

细胞发展进化而来的: 在马古利斯看来，能发生

这样的演化，是因为真核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

绿体之间存在一种彼此独立、却又互相依存的

关系。因为其独立性，它们各自有着自身的遗

传和运作机制，却在演化过程中共存下来，并且

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生成了新的生命形式，即

原核生物。［24］这一作用机制首先是在真核细胞

内部发生的，因此，“共生论”又被称为“内共生

理论”( Endosymbiotic theory) ，它被视为解决生

命演化之谜的重要理论。例如，卡维利尔 － 史

密斯( Thomas Cavalier － Smith ) 就 指 出，“共 生

论”是在系统发生学的层面上提出的重要理论，

它代表了生物学演化论中的崭新模式。［25］的确

如此: 马古利斯不仅试图解决生命体如何在互

动中生成新生命体的问题，还在宏观层面上对

整个生态圈的共生机制进行了描述: 稍后，她和

洛夫洛克( James E． Lovelock) 共同提出了生物

域( biosphere) 的“盖娅假说”( Gaia synpothesis) ，

认为地球就是一个超级有机体，依靠的的是不

同形式的、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的

“共生”，才能动态地、持续地发展成为一个和谐

而稳定的生物域。［26］这样一个生态学的模式很

快就被引入到了对文化系统、或者说文化整体

性的考察与描述之中，譬如，明浩就提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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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以用于对我国多民族文化体的描述: 首

先，汉族文化是“内共生”的，因为汉族文化并非

是一味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与

后者有着积极的、持续的互动，并由此生成了泛

化的“外共生圈”。各民族之间的主体间性并不

是相互消减、彼此抗争的，而是在统一的认同中

得到了差异性的发展，［27］这和前文所讨论的、多
民族认同体系统内部的族群之间相互耦合的动

态过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民族国家

的建构中，应当有意识地引入“共生论”模式的

结构，将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互动互补，在相互

包容的基础上建立更为强有力的融合。［27］应当

说，明浩的这一看法是相当具有洞见的: 以平

等、共存、可持续发展为特征和主旨 的“共 生

论”，在实际的社会效应层面，为民族政策的方

向把控、为人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各民族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
从符号学的层面而言，首先，“共生论”打破

了生物学进化论中“弱肉强食”中的观点，符合

生物符号学最新的“网状”符号模式，这种模式

对向生物符号学积极敞开的文化符号研究，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如生物符号学的建立者西

比奥克所说的: “网在必然的相互关系上，在它

的无机补充物、蜘蛛所结的、干了的线构成的框

架上，联接了蜘蛛的有机世界。网暗示着无脊

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相互关系的生命; 它描述

了中心、轮辐和边缘的互动; 它照亮了悬置和减

弱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且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

对比和对立。”［28］如果说“共生论”体现的网状

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话语形态，那么，用它

来描述多民族文化认同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就

再合适不过了: 当代的文化研究认为，族群之间

的关系并非等级性的、竞争性的，而是共生互

利、相互有机联接的，这种观点和生态批评倡导

的多样性与平等主义本身就具有一致性。其

次，“共生论”将覆盖全球的“生物域”视为“盖

娅母亲”式的有机体，而民族符号学的基础范式

理论，“符号域”( semiosphere ) 理论，正好是以

“生物域”概念为基础的: 它强调系统的边界和

弹性共存，这也是自生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如

果将这一视域与民族的“共生论”模式并置，就

能看到: 民族符号学的自生系统论强调边界，强

调区分性的转化符码，但并不因此就否认内部

子系统的多样性与异质性; 相反，它承认，正是

经过系统边界符码转化的要素，才更有可能引

发多重的耦合，“触发”系统内部的可能反应，从

而促进系统自生，向前动态发展。
可以说，在将多民族文化认同体视为一个

整体的、有机的系统的基础上去审视自生系统

论与共生论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视角是

互为补充的: 前者重在对符号意义动力机制的

根本描述，而后者重在强调族群之间的和谐性

与互利性，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可以互相平

衡。由此，也可以看出，将生物符号学的重要理

论引入民族符号学研究，是有利于后者的学科

建设的: 这样的做法符合多学科融合发展的必

然趋势，是值得继续探索的新方向。著名的符

号学家科布利 ( Paul Cobley ) 曾颇有远见地指

出，当今的生命符号学研究有几个重要面向: 一

是用生物学知识重写哲学层面的“意义”研究，

二是探索其他生命体实际的生命符号活动，三

是消除自然与文化、科学与人文的人为割裂状

态。［29］而民族符号学在引入生物符号学范式方

面的努力，不仅是对“意义”研究的重写，还是对

原有的自然与文化、科学与人文之割裂状态进

行弥合的一种努力。由此，应该可以说，在这个

重要的、崭新的方向上，尽管本文的研究还远不

成熟，但是，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展开的尝试。

注释:

①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上海: 商务印
书馆，2013 年，第 3 － 69 页;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
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 丛 刊》，2014 年 第 4
期，第 91 － 95 页; 黄兆宏《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
西夏王朝的建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第 68 － 72 页; 魏清华《党项族史料概
述》，《黑龙江史志》，2010 年第 11 期，第 52 － 53
页。

②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上海: 商务印
书馆，2013 年，第 419 － 480 页; 尹江伟《党项民
族溯源及其最终流向探考》，《西部学刊》，2015
年第 7 期，第 78 － 80 页; 赵海霞《鲜卑折掘氏与
党项折氏》，《西北民族研究》，2011 年第 2 期，

第 139 － 144 页。
③林超民、李婧《“上方下方夷”考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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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poiesis”is a term coined by
Franciso Varela and Humberto Maturana in the
1970s to describe the self － generating organism．
Because“auto”means self，and“poiesis”means
to produce or generate，self － generating is taken
a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to distinguish life from
non － life． Such a standpoint gives a rise to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n social systems，in which soci-
ety is described as an autopoietic system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sub － systems or subsets，and in which
community，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re hy-
brids of abstraction as well as entities．

The concept of“ethos”raised by Ｒussian an-
thropologist Sergei M． Shirokogorof offers an alter-
native perspective for ethno － semiotic study． Ac-
cording to Fei Hsiao － tung，“ethos”is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merge into
and develop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Fei＇s un-
derstanding of“ethos”，Yang Qingmei has written
a very detailed article on it，which will not be re-
peated her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space ( See
Yang，2010 ) ． Factually，“ethos”is no longer a
fixed identity，but a term loaded with post － struc-
tural properties because its discourse paradigm has
broken through structuralism，and could be juxta-
posed with the term “Minzu”，which contains
double meanings． First of all，“Minzu”is a politi-
cal entity whose connotation is quite like that of
“nation”． Secondly，“Minzu”is similar to the i-
dea of“ethnic group”，i． e． a community of lan-
guage，culture，economy，and regio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self － awareness ( He，Wang，2014) ．
“Zhonghua Minzu”( or the Chinese nation ) ，
therefore，could be viewed as a multi － ethnic
community as well as a nation with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haring common belief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distinct boundaries，and dynamically interac-
ting with each other．

While placing“ethnic groups”，“ethos”and
“Minzu”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eircean semiot-
ics，“ethnic groups”or“ethnicity”become“im-
mediate interpretants”of each group whilst naming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Peirce，an“immediate
interpretant”is the“interpretant”as it is revealed
withi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 itself，
an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A “dynamic interpretant” is the actual
effect which the sign really determines，a subse-
quent and developing stage of interpret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ethnic groups”，“ethos”and
“Minzu”，could be seen a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n“immediate interpretant”，“dynamic interpret-
ant”and“Minzu”respectively，as the interpreta-
nts of the sign“Chinese multi － ethnic communi-
ty”． This is because a self － awareness of ethnicity，
or the identity of an ethnic group，is the“meaning
of the sign”，an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s of the
interpretation means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sign”，whereas the final interpretant，“Minzu”，or
“Zhonghua Minzu”，refers to the ultimate end of
the unlimited semiosis．

If we take“Ｒitual /Non － ritual”as the self －
generating code，the meta － rule of the sign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histo-
ry，texts and signs from other cultures were fil-
tered，transformed，and re － coded by this rule as
they entered this sign system． As Jiang Mei ar-
gues，the legitimacy of a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lies on its adh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so-
cial，and ethical rules，therefore，the reigning eth-
nic group could be “the other” rather than
“Han”． Thus，the multi － ethnic na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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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comes into being，and such a conscious-
ness keeps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ese
people ( Jiang，2019 ) ． Such a view offers an in-
terpretation of why“ritual /non － ritual”could be
taken as the binary codes of the autopoietic system
of China as a multi － ethnic complex． In an auto-
poietic system，a subset，or subsets，takes part in
an ongoing series of interactions with one another
when sub － codes develop． The coordinates of ac-
tion are not only the drivers for，but also the con-
stituents of，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ystems． Such interactions are the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relations through the structural coupling
of the subsets，which could be taken as the envi-
ronment of each other． In the autopoietic system of
the Chinese multi － ethnic complex，different eth-
nic groups as entities /unities exist in the first － or-
der and interact based on the first － 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 The“medium”is the domain in which
the entiti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inclu-
ding body，languages，visual expressions，etc． In
this process，it is possible that ethnic groups mer-
ges into other ethnic groups，or from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 community with self － referential
consciousness develops and makes a new ethnic
group．

The autopoiesis of Minzu offers a helpful per-
spective for ethno － semiotics． And it is particular-
ly interesting if it is juxtaposed with the concept of
“symbiogenesi”raised by Lynn Alexander Margu-
lis． “Symbiogenesi”means“becoming by living
together”，and therefore used to depict the harmo-
nious co － existence of living creatures in the bio-
sphere． This describes how living creatures within
a system，a domain or a sphere co － evolve and
mutu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concept of“bi-
osphere，which is further developed on this basis，
considers that biosphere is a“symbiosis”of differ-
ent forms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living
creatures．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mutual coupling among ethnic groups
within the multi － ethnic community system． The
autopoietic theory of ethno － semiotics emphasizes
the boundary， the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
code，as well as the diversities of the system． It

can be said that when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autopoiesis”and“symbiogenesi”on the
basis of taking the multi － ethnic cultural communi-
ty as a whole and organic system，we can see that
their perspectiv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for-
mer focuses on the fundamental description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ymbolic meaning，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harmony and mutual ben-
efit between ethnic groups—they have different
emphases but can balance each other． The effort of
introducing the paradigm of biological semiotics in
ethno － semiotics is not only a rewriting of the stud-
y of“meaning”，but is also an effor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and science and
humanity． Therefore，it can be said that in this
important，new direction，although the study in
this article is far from mature，but it is a worthy of
further efforts．

Key Words: autopoiesis，multi － ethnic com-
munity，semiotics，coupling，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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